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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

李路路

　　[摘要] 　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 —政治功能特征的研究, 需要从多维特征的描述转变为两个更为重要的理

论问题:第一, 从中间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矛盾位置解释多维特征的结构基础;第二, 在什么样的社会环

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定的功能特征 。经济发展 、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

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 。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和环境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随着环境变量

的变化,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特定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环境因素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及社会功能特

征的关系模式的构建,为人们加深对中间阶层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个以新的问题取向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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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与本文所使用的“中间阶层”概念相类似的其他概念还有很多,如中产阶级 、中间阶级 、社会中间层等。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来说,中间阶层还包括那些传统的自雇用者,如作为独立经营者个体的农民 、小业主、个体户等,他们可称之为“老中间阶层” 。“新” 、

“老”中间阶层的分析可参见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 ,第 2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本文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主

要是指新中间阶层。同时,在中间阶层的分析中存在着“一元”和“多元”的分歧, 即中间阶层内部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的分歧。前者可参

见 J ohn Goldthorpe.“On th e S ervice C lass, i ts Information and Future”.in Anthony Giddens.The Cla ss S tructure o f the A dvanced So-

ciet ies.New York:H arper &Row, 1973, Chapter 6;塞缪尔· 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也有很多学者持后一种观点。基于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笔者把中间阶层看做是一个整体,暂且忽略其内部的差异性。

　　②　有关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分析和讨论, 可参见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 , 载《江苏社会科学》 , 2002

( 4)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李正东:《关于当前中产阶层研究的几

个思考》 ,载《天府新论》 , 2004( 1)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

社会功能———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 ,载《社会学研究》 , 2005( 6) 。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③　本文所谓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词,是指中间阶层的行为取向 、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或者社会作用。中间阶层的社会

功能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政治 、文化 、消费等层面,其特征和表现也各不相同。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和正在经历工业化

的社会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代表的

中间阶层① ,其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结构变革中最

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

和成长,也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

革之一。

围绕中间阶层的定义 、范围 、数量 、构成 、社会

性质 、社会功能及社会影响,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争论。②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

能③, 这是中间阶层分析的核心问题 。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处在

快速形成的过程中 。因此,本文力图借助一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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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国家(地区)个案
①

, 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

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变量入手, 采用“理想类型”的

方法,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关于中间阶层社会

功能的分析框架 。笔者充分了解这一问题在理论

争论和现实状况中的复杂性, 认为这种分析方法

和所建立的概念模型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到基本

的变化模式, 而不至于深陷纷繁复杂的现实或

具体的争论之中而丧失了分析的基本线索。

　　①　这些个案包括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 、巴西 、印度等。笔者认为它们对于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典型的国家( 地区) ,尽管其

他国家的情况与这些典型个案有所不同,但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②　有必要对中间阶层的“激进”特征做进一步分析。早期的研究者看到了工业化国家中间阶层与“新社会运动”的紧密联系,从而

认为中间阶层的发展会表现出激进性特征。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激进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激进性或革命,如女权运动 、

和平运动 、民权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等。而人们在新兴工业化社会中讨论的中间阶层的激进性特征,则涉及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

本文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保守”或“激进”的概念。

　　③　在 20世纪 80年代的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都可以看到中间阶层彰显出的激进特征。

　　④　正如人们在 20世纪 20—30年代的德国以及 60年代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60年代末到 70年代初在巴西所看到的情景, 中

间阶层依附于威权主义政权,甚至法西斯主义政权。

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

征不是单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基于中间阶层的基

本性质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因此,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问题研究应转变

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

定的功能特征。

一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彰显出多种多样而非

单一性的特征。

一些研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保守的

阶层,因而它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

能。最为典型的是米尔斯所谓“政治后卫”与“消

费前卫”的概念,其他许多学者虽然在具体论述中

存在一些差异, 但大多支持中间阶层具有缓和社

会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 1] [ 2] 在

西方工业化国家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中叶所发生

的结构变革中, 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这种保守性

特征和稳定性功能。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 中间阶层彰显出

与保守性或稳定性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特征, 即

它们成为激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②特别是在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最积极的政治变革力

量来自中间阶层。③人们对于中间阶层的这种激

进取向一般给予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和意识形

态的解释 。例如, 中间阶层因有相对较高的教育

水准,因而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追求

私人领域和公民权利, 具有更高的参与意识等。

另一种可称之为“市场的解释”, 即新兴工业化国

家基本上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

发展意味着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交易是基于独立

的个人或集团的权利, 因此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

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总是会积

极推动基于自由的变革。[ 3]

但上述两种解释都无法合理地说明中间阶层

所彰显的第三种社会功能特征,即“依附性”,以及

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转换 。“依附”是指在社会结

构的意义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

或群体而存在,但没有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而

是依附于某一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 特别是某

种威权主义的政体。④

不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存在上述三种特

征,而且三种特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在文化或

者市场既定的情境下,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

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亨廷顿曾经指出, 首批出现

的中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就

会变得保守。
[ 4] ( P313-314)

鉴于中间阶层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功能

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就不应停留

在单一维度上,而是应该转变为一种多维度的模

式分析,即探讨在何种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呈现某

种特定的社会功能。本文的意义即在于此。

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业已存在。例如, 米尔斯

在其开创性著作《白领》中,讨论了中间阶层在政

治方向上的四种可能性。[ 5] ( P326-327) 亨廷顿对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从合法性 、经济发

展 、宗教影响和外部势力等方面给予了解读,但他

的分析仅集中于一种特定的政治运动, 而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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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特定阶层的分析。
[ 6]
李友梅在对上海的白

领群体进行分析后, 提出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受

多种因素的制约, 包括宏观因素(社会结构 、历史

发展阶段 、文化传承 、制度环境等)和微观因素(社

会心态 、社会情绪等) 。[ 7] 而赖静萍则从经济 、阶

层 、社会结构 、现实政治和国际因素等方面解读了

新加坡中间阶层的特征。[ 8] 问题在于,他们的分析

的模式化的程度较低, 对各因素之间的联系缺乏

解释 。本文可以看做是这些努力的继续 。

二 、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其基本性质在不同社

会环境条件下的彰显。因此, 讨论中间阶层的社

会功能,首先应该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开始 。

　　①　例如,萧新煌:《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 , 10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9;何平立:《现实与神话:东亚中产阶级与政治转

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 2) 。

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

产生过程 。(新)中间阶层因其在科层制组织中的

管理职能和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 在社会中形

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 。中间阶层是处于中间位置

的社会群体,其社会结构位置处于以大财产所有

者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社

会下层之间。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位置的概

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界定,如收入(财产) 、职

业 、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 、主观认同 、社会关系等。

但这种社会位置的核心是中间阶层所处的社会关

系结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

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 其

根本原因在于它凸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

从社会关系结构的视角出发, 中间阶层的社

会位置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和服务的高度

社会化 、组织化,以及专业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

重要性,导致相应的社会结构位置从过去的两分

结构中分化出来, 在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具有了相

对独立性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无论是从阶层封

闭的机制, 还是从利益的对立性来看
[ 9] [ 10] [ 11]

, 正

是这种位置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构成了在社会

等级结构中区分出中间阶层的基础 。第二,从社

会分层的角度看, 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之一是社

会等级秩序。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是嵌在过去

的两分等级结构中的,因而构成了它与上 、下层关

系的多面性。在中间阶层的研究中, 即使是完全

不同的理论视角, 也都特别强调中间阶层的这种

中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面性特征 。例如,赖特

曾经以“矛盾阶级位置”的概念描述了它们的矛盾

特征,戈德索普曾以自主性和依赖性描述了它们

的两面性,普兰查斯则从“新小资产阶级”的概念

出发认定:中间阶层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处

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之中。
[ 12] [ 13]

很多学

者也指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间阶层特征

的多样性 。①中间阶层的不同功能特征就根植于

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中。

保守性。在一个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 经济 、

社会 、政治或文化的权力 、资源与机会, 都是在一

种等级结构中分配的 。这种社会等级秩序之中的

中间阶层位置,同样是随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分化

而形成的 。虽然中间阶层主要由受雇佣者组成,

其上存在着一个控制 、支配 、剥削它们的上层阶

层,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一定的组织管理或专业技

能的需要, 使得它们的雇佣状况,包括工作状况 、

权力(权威) 、收入和社会声望等都优于其他的受

雇佣者,中间阶层的特定利益也产生在这种等级

秩序之中 。因而这一位置的占据者往往维护等级

秩序,具有保守性或稳定性特征。

激进性。尽管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主要

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 但一个社会的等级

结构在本质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

会群体建构的 。因此,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

由上层阶层所建构的等级结构与中间阶层的相对

独立性位置相“协调”, 即虽然中间阶层受到上层

阶层的支配 、控制甚至剥削,但它们得到的“回报”

是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它们的特定利益有独

特保障且明显不同于社会下层 。这时它们的保守

特征就凸现出来。戈德索普曾经用“服务关系”和

“服务阶级”的概念描述并预期了中间阶层的保守

特征 。
[ 14]
二是上层阶层所建构的等级秩序损害或

者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由于中间阶层

和上层阶层分别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不同位置

上,二者在利益上具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中间阶层

也内在地具有疏离的取向 。当上层阶层主导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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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损害或威胁到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时,中间

阶层疏离的取向就有可能转化为“反抗”的激进行

动。“无产阶级化理论” 、“新工人阶级理论”等都

曾特别强调:这种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中间阶层具有“激进”的潜在特质。[ 15]

　　①　例如,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保守特征,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可以看到中

间阶层的激进特征。

依附性。“中间阶层”位置的含义之一, 是在

社会结构的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与之相对的下层

阶层 。因此,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不仅取决于

和上层阶层的关系, 而且还取决于和下层阶层的

关系 。社会等级秩序尽管是由占有优势的上层阶

层主导的,但同时也是各个阶层相互斗争或妥协

的结果,因而下层阶层对于等级秩序的建构也具

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 。因此,中

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关系同样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联合,即相对于上层阶层来说,中间阶层和下

层阶层同属下层,有利益上的一致性 。当中间阶

层的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上层阶层的威胁时, 它

们有可能和下层阶层联合起来维护或争取自己的

利益 。二是排斥, 即当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

和利益受到来自社会下层的威胁或损害时,它们

不仅会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 而且为了保证它们

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和利益, 甚至有可能接

受维持秩序的极端方式,暂时放弃自身的相对独

立性,依附于社会上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很多

中间阶层的分析, 更多地关注了中间阶层与上层

阶层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

关系,结果不仅忽略了中间阶层的依附性特征,而

且将保守性和依附性混为一谈 。

中间阶层功能特征的多维性质,不仅源于它

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 还来自其自

身的发展过程 。第一, 当中间阶层力量比较弱小

时,意味着社会结构中不存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

足够空间,其自身也不足以抵制可能来自社会上

层和下层的威胁, 从而会更多地彰显出依附性的

特征 。第二,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其生存的

社会空间和能力都随之扩大, 中间阶层所彰显的

特征也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

如果上述关于中间阶层的多维性质以及多维

特征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

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有可能

彰显出某一特定的功能特征。

三 、社会环境变量

在本文看来,经济发展 、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

度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

环境因素,并且随着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中间阶

层所彰显的某一功能特征也会发生改变 。

1.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过程,是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最基本的背景

变量 。经济发展过程对中间阶层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无论是对早发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

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说,经济—技术的发

展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经济发展意味

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以及更加多样和复杂的

职业结构 、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

过程的更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和相互

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

变革。例如,贝尔曾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系统

地揭示了工业化社会职业结构的改变,以及这种改

变的革命性意义[ 16] ,古尔德纳则在同样的背景下

讨论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级”的崛起。
[ 17]

其次,经济发展意味着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

展。经济发展以及增长方式和机制的改变,使得

原本一个两分的结构日益转变为“三极化”的结

构。相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的处于下层位

置的阶层来说,伴随经济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由小

到大 、由弱到强,成为现代社会中成长最快的一个

阶层 。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社会功能,正

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的。在这个意

义上,中间阶层得益并依赖于经济发展过程 。

再次,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迟缓或“中断”

将会直接影响中间阶层的生存和利益。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阶层可能

彰显出不同的功能特征。

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将中

间阶层所实际彰显的不同社会功能特征与经济发

展直接联系起来。①但是,再没有把经济因素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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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更为简单的社会科学

分析了。经济发展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

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特征①, 因为, 一方

面,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制度

结构背景下实现②;另一方面, 社会—政治现象,

除了受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 还会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特征同样

如此 。

　　①　例如,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中间阶层所表现出来的依附性特征,以及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不同国家(地区) 中间阶层所

彰显出来的共同特征(参见塞缪尔· 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73～ 74页) 。

　　②　例如,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在民主制度背景下实现的,印度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经济发展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实现

的,但在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变化。

　　③　林茨曾系统讨论了“民主政体” 、“威权政体” ( Au thoritarian Regime)和“极权政体” ( T otalit arian Regim e) 三种基本的政体类型

( 参见 Juna Linz.“T otalit 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in Fred I.Greens tein and Nelson W.Polsby( eds.).Macropoli t ica l Theory ,

in Handbook o f Po li ti cal S cience.Reading, Mass:Addison-Wesley, 1975, p.175) 。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众多的亚类型,如“软威

权政体” 、“后威权政体”等。本文借鉴亨廷顿的做法,用“威权政体”来指称所有和“民主政体”相对的政体形式。

　　④　亨廷顿讨论了经济发展阶段与民主化的关系。资料显示,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人均GDP在 1 000～ 3 000美元之间的国家

(地区) ,更有可能发生民主化的浪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人均 GDP 的水平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发生变革的国家( 地

区)中,人均 GDP 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从 300美元左右到 3 000美元左右。第二,“威权政体”的可行性似乎更是其社会性质的函数, 而

不是其政权性质的函数(参见塞缪尔· 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73～ 74 页) 。但是,经济发展毕竟提供了变革

的基础,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可能是无意义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所带来的变化更为重要。

因此,经济变量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背景

变量 。但为了更有效地揭示中间阶层所彰显的不

同社会功能特征, 有必要引进第二个社会环境变

量: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中

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

2.政体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各个国家政体

的形式多种多样,为了集中表达本文的分析逻辑,

笔者借用政治学家的概念,将纷繁复杂的政体形

式理想化为 “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种基本

类型 。③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分别考虑

两种政体的影响或意义。

“民主政体”是一种制度安排。
[ 18] ( P395)

在“民主

政体”下, 权力结构及其等级秩序是通过公民及

(利益)组织公开 、合法 、有序地竞争来建构的, 因

此,政体对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响应性,即

政体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制度

安排相应发生变化。

在“民主政体”下,一个社会的经济从不发达

走向较为发达 、从较为发达走向高度发达,与之相

应的中间阶层的发展与“民主政体”的权力结构较

少发生根本性冲突, 原因不仅在于中间阶层是在

这一政体下的权力结构及等级秩序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而且在于这种制度安排也是中间阶层发

展壮大后维护和追求自己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基

础。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下, 虽然在中

间阶层上面还存在一个上层阶层, 但其相对独立

性在相应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证的, 其特定利益是

可以预期的,并且可以将这种社会位置在代际之

间延续下去。即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迟缓,其基

本制度安排仍然会保持下来。因此, 中间阶层更

有可能成为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 其他一些

概念,如“稳定器” 、“缓冲层”等, 都适用于描述这

种政体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 。

在“威权政体”中, 虽然权力结构存在有限的

竞争,社会拥有一定的自由,但国家保持着对社会

较高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各

种社会组织 、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 。“威权政体”

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晚发”国家(地

区)来说, 这种政体甚至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和高速

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间阶层也会随着经济的

发展而逐渐形成 、发展和壮大,但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对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 伴随现代经济的增

长,中间阶层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逐渐发育

和成长起来。在这一阶段,我们会看到中间阶层

在总体上对于“威权政体”的依附性特征,这主要

是因为其发育 、成长都依赖并得益于这种政体主

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在这一阶段,中间阶

层的社会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但这种依附性将随

经济发展而变化。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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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和中间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有可能

发生变化 。因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意味着:第一,

新的 、更加多样化 、复杂和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

第二,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
[ 19] ( P4 、75)

;第三, 中间阶

层的规模急剧扩大 。由此,尽管中间阶层在经济

发展的初期依附于“威权政体”, 但其社会空间不

断扩展,相对独立性和利益日益凸显。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中间阶层与“威

权政体”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 “威权政体”对于

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越来越难以驾驭和进行干预;

另一方面,“威权政体”就其本质来说,始终像一把

达摩克利斯剑, 随时有可能威胁到中间阶层相对

独立的地位和利益。这时, “威权政体”自身的性

质导致它有可能从中间阶层依附的对象转变为威

胁的可能来源之一。中间阶层的“激进”的反体制

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有可能显现 。
①
同时, 如果在

威权体制下出现经济增长的迟缓甚至“中断”, 其

体制的合法性也将随之受到极大损害 。因此,在

“威权政体”下, 经济发展会导致中间阶层的社会

功能经历一个从依附到激进的转变过程 。②

　　①　我们在韩国可以看到典型的转变。韩国在朴正熙通过政变建立威权政府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87.71美元, 城市化率为

28%。自 1962 年开始, 韩国连续实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汉城奇迹” , 1962—1966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8.3%, 1966—1971年达到 11.4%, 1987年经济增长率高达 13%。至 80年代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 1987年,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 1 180亿美元,为 1962年的 41倍,居世界第 15位,人均 GDP达到 3 360美元, 198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 57.3%。 80年代初, 韩

国经济开始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式发展向“民间主导”的经济体制过渡。从 70年代开始,反体制运动逐渐复苏, 80年代不断高涨,

1987年爆发著名的“和平大行进” ,最终导致长达 32年的“威权政体”解体(参见曹中屏 、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 1945—2000)》 , 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金都姬:《韩国解放 50年政治简史及其意义》 ,载《当代韩国》 , 1995( 5) ;黄俊尧、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

国政治变迁》 ,载《学术中国》 , 2004年 7月 7日, h t tp:// w w w.gongfa.com/ h angu oxianzheng.htm, 2008年 2月 6日) 。

　　②　当然,并不是说在经济不发展的背景下,中间阶层就不会彰显某种“激进性”特征。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 中

间阶层都有可能形成这种特征。这不仅是因为中间阶层内部包括了不同的组成部分,如知识分子群体会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影

响,而且还因为其他制度条件的影响。我们在一些后发国家(地区)的经济起飞阶段,甚至经济起飞之前,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实例, 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等。但是,作为一个阶层的普遍性特征,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

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限制了相对独立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③　这里的所谓“主导” ,是指引领或领导,并非指中间阶层是激进运动的全部力量。

3.秩序(制度化)

可以将“秩序”理解为社会行动单位互动关系

和行为的模式化, 或者在共同价值和规范框架内

的社会互动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秩序是以

制度来标识的, 即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越高,一

个社会就表现得越有秩序。因此,制度化是社会

秩序形成的基本过程。秩序的对立面是无政府状

态。如果说秩序是和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

无政府状态就是和社会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秩序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

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等级秩序(包括分层秩

序,或者阶级秩序 、阶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

内容之一 。正如前述已经指出的, 中间阶层的地

位 、特征和功能是建立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之上的。

等级秩序是中间阶层地位的基础。本文在这里关

注的是秩序或制度化的水平而不是秩序形成的过

程。

之所以将“秩序”作为一个相对于政体的独立

变量,是因为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虽然政体是影响

秩序的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

因素 。从秩序的本质看,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

机制在于制度化的过程,而秩序的维持主要取决

于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威权政体”

还是在“民主政体”下, 秩序和混乱都是可能存在

的社会状态。

在社会有秩序的状态下, 中间阶层有可能表

现出保守或激进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

和政体的性质, 此点在前面已有所讨论 。这里需

要补充说明的是,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威权政

体”下中间阶层从依附转向激进的过程,在一定程

度上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等。但由中间阶层所主导的③激进运动是一种低

度混乱的运动,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征决定了它们

不会进行一个彻底打破社会秩序的运动,而是希

望构建一个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社

会权力结构。因此, 这种激进运动不是等级秩序

的颠覆,而是政体的变革或权力结构的变革 。这

种“变革”通常是一个伴随合作 、妥协 、低度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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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 20] ( P233)

社会无秩序则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

经济增长过程 。从统治的角度来说, 无秩序意味

着国家统治的衰落;从经济的角度看,相互依赖的

现代经济不可能在混乱的状态中维持增长;从社

会的角度看,无秩序意味着整个社会缺乏共享的

核心价值观和权威的行为规范 。当社会冲突发生

时,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解决冲突的合

法性和权威性没有认同,也没有具有合法性的政

治法律制度和权威人物作为仲裁人 。“混乱”是对

任何秩序(包括等级秩序)的破坏。

　　①　“民主政体”涉及两个基本维度:竞争和参与。而“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稳定性和重要性的过程”。 如果竞争和参与与

制度化之间是反比关系的话,则结果是政治不稳定或无秩序( 参见塞缪尔· P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14 、60

页) 。

　　②　巴西是中间阶层这种特征彰显的一个典型。 1945—1964年,巴西经历了长达 20年的民主化时期。 1950—1964 年,巴西进入

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变革时期, 1957—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 7%的速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增长值几乎是拉丁美

洲其他国家的 3倍。但是,这种民主化的过程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情 、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成了一种带有特殊色彩的拉丁美洲“民众主

义”( Populi sm) ,即: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急剧增加,在不同利益的竞争和斗争中,各个政党为了获胜,直接动员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活

动,导致大规模的工人农民运动,并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没有达成共识, 也

没有政治制度和有权威的合法政治领袖作为仲裁人。 1963年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且各种社会运动的激进倾向不断增长时,整个社会

和国家陷入高度的动荡且无序的状态中。当这种无秩序的参与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间阶层生存的基本秩序, 特别是来自于社会

下层的威胁日益明显时,中间阶层保持或重建秩序的愿望成为主导的行为取向,支持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威权政府,实行高压统治

以重建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巴西经济奇迹” 。 1969—1973年,巴西GNP年均增长 11.2%, 1973

年更是达到 13%。 (参见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当无秩序状态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

经济发展,而中间阶层又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

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的特征:中间阶层为了

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表现出强烈的恢复秩

序的倾向,甚至不惜依附于极端的威权主义, 以期

借助于威权主义国家恢复社会秩序, 并进一步推

动经济发展以及自身的发展。这种依附不同于工

业化或现代化前期的那种依附性成长, 而是一种

由无秩序的或低度制度化的秩序(即使是民主制

度①)转向有秩序的威权主义。②在意识形态的意

义上,相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

为一种“反动”。

四 、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模式

以上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出发, 分别

讨论了三个社会环境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

的影响,以及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特征彰显的模式。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 1)中间阶层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蕴涵着社

会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 。

( 2)经济发展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变量,没有现

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没有所谓(新)中

间阶层的问题, 现代经济发展造就了中间阶层。

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彰显出什么

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体性

质和社会的秩序化程度。

( 3)在“民主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

来的中间阶层,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另一方

面,该政体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间阶层赖

以生存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 。中间阶层因而彰

显出保守的社会功能特征 。

( 4)在“威权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

来的中间阶层,其社会功能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

同阶段而有所变化 。在经济发展的前期,中间阶

层会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 。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

阶段后,经济发展本身和中间阶层的扩大导致与

“威权政体”发生冲突, 中间阶层会由“依附”转向

“激进”,即试图改变“威权政体” 。

( 5)中间阶层的本质在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

中间位置 。因此, “秩序”特别是等级秩序对于中

间阶层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社会秩序遭到了威胁

或破坏,特别是当社会无秩序严重影响到中间阶

层的地位和利益以及经济发展时, 即使是在民主

政体下,中间阶层恢复秩序 、维护利益的强烈取向

也将导致它们依附于“威权政体” 。

总之,中间阶层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在

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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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特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其社会功能特征会发

生变化,因而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意

义是不同的。

五 、进一步的影响变量

如前所述, 社会 、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非

常复杂的,上述模式仅是在“理想类型”意义上建

构起来的 。这个模式涉及的三个基本变量,能够

构成中间阶层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空间,中间

阶层的功能特征由此可以得到基本确认,也就是

说,它们给出了因这些社会环境变量的变化导致

不同中间阶层功能彰显的逻辑, 构成了分析中间

阶层社会功能的基本模式 。

　　①　例如,从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的经验来看,既不能给定经济发展或人均 GDP 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这些国家 (地区)中会

出现中间阶层的民主化运动(只能给出一个充满弹性的空间,可见前面关于经济发展因素的讨论) ,这些国家(地区 )的中间阶层民主化

运动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或早或晚多次发生的。 其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照熊彼特所谓“古典民主理论” (约瑟夫·熊彼

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 , 370页) ,民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 民主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在韩国 、巴西和中国台湾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西在 20世纪中期由“民主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转变,同拉丁美洲独特的“民众

主义”民主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再如,在韩国 、巴西等国家的转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的重要影响,韩国在反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前,

全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由城市青年 、市民和中产阶级构成,金友焕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 1987年改宪斗

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参见黄俊尧 、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 ) 。还有研究者指出,韩国

现代历史上威权主义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除了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 、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

的家长制等传统,都是有利于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 (参见黄俊尧 、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 ) 。

但是,这个基本模式存在两个缺陷:第一, 三

个基本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难以精确化。例如,

“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间阶层的影响,

或者秩序化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及对于

中间阶层的影响等, 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无法给

出精确的界定 。应该说,这既不是本文能够完成

的任务,甚至也许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社

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思

维能力,本文只能给出一个基本框架。第二, 即使

是在上述基本模式内,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

也常常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例如, 在政体性质

和秩序化制度基本相同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的情况下, 中间阶层彰显出类似的社会功能

特征 。这意味着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还有可

能受其他变量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直接的影响 。

因此,本文认为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是必要的。

在作者看来,以下三个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

能的彰显具有进一步的重要影响。

( 1)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

包括观念 、理想 、信念 、价值观 、世界观 、宗教 、政治

哲学 、道德观等,它是一种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解

释性框架,或者说是一种观察事物和世界的方法。

这其中也包括了曼海姆所说的“特定的”和“总体

的”两种基本类型[ 21] ( P73-85) ,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意

识形态概念,而不仅仅是某种具有政治倾向和选

择 、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思想体系。

在上述基本模式框架内,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

能在一定程度上更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即

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社会成

员对生存状况 、社会环境 、未来趋势乃至利益诉求

等,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解释性框架,不仅政治意

识形态,而且文化传统等都会影响到这种解释性

框架的形成, 从而影响到中间阶层的行为取向。

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涉及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社

会目标,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社会目标,

一种在某一政治意识形态下可以接受的秩序在另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下就变得不能接受。而长期形

成或沉淀下来的社会观念和道德理念, 构成了人

们行动的深层结构, 影响到人们的选择和判断,引

领人们的行为 。①

( 2)国际环境。该因素主要是从外部影响的

角度考虑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 强调中间阶

层的功能特征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结

果。其实,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西欧开始起

步以来,整个世界就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

一个相互影响的全球体系。所谓国际环境,包括

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其作

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方式从一般的传播到直接

的干预等,都会作为重要因素进入到该社会中,并

对该社会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 。国际环境可以加

速或阻碍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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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当一个社会达到了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

平时, 国际环境有可能推动中间阶层的转变;反

之,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

到一定水平时, 国际环境有可能导致中间阶层作

出某种努力 。
[ 22] ( P97-112)

有时, 国际环境的影响甚

至是决定性的 。例如, 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到一个

社会并为中间阶层的某一部分所接受, 会直接影

响到该部分成员的行为;外部直接的政治或经济

干预也会导致一个社会内部的变化 。即使国际环

境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仅仅是示范效应,也会成为

中间阶层功能转变的诱导因素 。①

　　①　例如, 20世纪 60年代巴西的中间阶层转向依附“威权政体”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古巴革命以及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中间阶

层对于在古巴所发生的“底层”革命的恐惧,以及对于秩序的担忧,成为它们倒向“威权政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70年代到 80年代在很

多国家,特别是在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反威权主义的运动,除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也与美国和欧共体,特别是美

国政府全球战略的转变有关(参见塞缪尔· P·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97 ～ 112页) 。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

经指出的那样,在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等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某种激进的特征, 这种表现无法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水平来解释,而更多地是受到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②　例如,中间阶层的社会来源:不同的社会来源会将其自身特征带入中间阶层,而社会来源的模式又受到工业化过程和社会转型

过程的影响;再如,形成过程的差异:渐进形成和高速增长形成的过程会导致在前一过程中形成的中间阶层带有更多的同质性,而在后

一过程中形成的中间阶层可能带有更多的异质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用上述理想类型模式分析中间阶层社会功能时,存在着一个不

应忽视的个案,即新加坡。新加坡在“威权政体”下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间阶层正在崛起,但在新加坡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激进中间

阶层运动,从而成为在上述模式之外的一个特例。有研究从新加坡社会的一些特殊因素角度上解释了这种状况, 例如,自然地理 、种族 、

历史文化 、经济发展 、现代政治发展和国际环境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参见赖静萍:《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 ) 。本文作者没有能

够给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解释,还需要留待后续的研究。

　　③　例如,干部 、“城里人”和农民的隔离,“政企合一” 、“政社合一”的制度等。

( 3)中间阶层同质性 。这一变量涉及中间阶

层自身的特征 。在上述分析模型中, 我们预先设

定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但与上层

阶层和下层阶层相比较,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以及

相应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变量 。也

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矛盾性质以及多样化的来源

和构成,都使得它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特征 。在

一定意义上,研究者们强调中间阶层的文化意识

形态特征,正是对这种异质性特征的反应。

上述三个进一步的影响变量, 只是在“理想类

型”中得到了讨论 。当我们越接近一个具体的社

会或过程时,就越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影响因素,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越复杂 。②

六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上述分析是借助于几个典型国家 (地区)个

案,以“理想类型”的方法,建构了中间阶层的社会

功能模式 。笔者想要强调指出的是, 如果将分析

的目光转向当代中国社会, 将上述“理想类型”模

式运用于分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

社会功能的具体研究时,必须考虑到相对更为特

定的影响因素,遭遇“复杂性”的挑战 。由于受本

文分析目标所限, 在这里无法对中国社会的中间

阶层社会功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作者只能从

前面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出发, 遵循同样的分析逻

辑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处于经

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而且是

一个正在经历渐进式制度转型的社会, 即由高度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转型。如果说现代化转型具有更为普遍的特征

的话,渐进式的制度转型则会带来更为特殊的影

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 1)制度结构。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构

成了转型社会的起点 。在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

核心的制度基础上, 中国社会结构的下述特点对

于分析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控制了几乎所有

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 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

通过“再分配体制”将这些资源和机会分配到每一

个个人或群体 。第二, 与之相应的城镇社会中的

典型组织形式是“单位体制”, 几乎所有的社会成

员都被组织到一个个“单位”之中, “单位”构成了

中国城镇社会基本的组织制度。
[ 23] [ 24] [ 25] [ 26]

第三,

制度化的身份“隔离”和行政化的普遍化,几乎覆

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 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总体

性社会” 。
③
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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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 即专业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群体, 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制度结构下,他

们生存的社会结构空间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

都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 。

( 2)转型过程 。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是一个

渐进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国家推动和主导

的,采取改良方式分阶段 、分领域逐步推进,并且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

因而表现出相对更强的对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

特征 。尽管大量新的结构要素和关系已经进入社

会结构的体系之中,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改变,

但原有的体制要素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

地位,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①　例如,周晓虹 、李强等关于“类中产阶级”的分析和关于中产阶级的分类(参见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5页,《再论中产阶

级:理论 、历史与类型学》 ,载《社会》 , 2005( 5) ;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 ,载《战略与管理》 , 1999 ( 3) ,《转型时期

中国社会分层》 , 3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李春玲及张宛丽 、李炜 、高鸽对中间阶层构成的分析 (参见李春玲:《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第 9章;张宛丽、李炜 、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构成特征研究》 )等, 以及笔者本人的分析

(李路路 、李升:《“殊途异类” :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 ,载《社会学研究》 , 2007( 6) ) 。

( 3)现代化过程 。伴随改革开放的,是中国社

会迅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 、现代化过程,当代中

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维持了近 30 年经济高

速增长的社会。随着体制改革和高速的现代化过

程,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

转变,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和

成长 。因此,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一方面催生了

中间阶层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间阶层异

质性的增强。

原有制度结构和转型过程的特殊性以及迅速

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对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

社会来源及构成 、形成 、行为取向和社会功能都将

产生直接影响, 构成了分析中国中间阶层的基

础。
①
转型社会特别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势必会

提供中间阶层分析的新的环境性变量。

以上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 实际上

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理想类型模

式,然后以此为基础逐渐向丰富复杂的现实层面

推进 。现实社会是如此的丰富 、复杂,中国社会是

如此的丰富 、复杂,以至于任何理论模式都不可能

概括全部的现实, 都只是从某一角度对现实作一

定程度的抽象 。中间阶层的分析也是如此。本文

所做的努力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就达

到了作者的目的 。正如前述所指出的, 有关中间

阶层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功能特征, 在国内外的文

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讨论,因此,如果我们转向关

注转型期中国的中间阶层时, 分析的重点应该是

更多地关注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结

构及其转型过程中, 中国中间阶层的性质(社会

结构位置等)具有哪些特殊性, 哪些社会环境变

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彰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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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New Question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
LI Lu-lu

( Research Cen ter for Studies of S ociological Th eory &Meth od, Renmin Universi 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so cial-political funct 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eds to be t ransferred f 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 ul 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to tw o mo re impo rtant theo retical quest ions:the fi rst

i s to explain the st ructural ba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inconsistent po si tio 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social st ratification st ructure;the second, in w hat condit ion of social envi ron-

m ent , the m iddle class show s the special functional character.The art icle founded a relation m odel in-

cluding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lik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 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y stem atization ex tent, explain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a t the middle class show s different so-

cial-political function w ith the change of the pat ter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inted out the logic

rela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

vided an analy sis f rame based on the new question approach.

Key words:middle class;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ocial environment;m ulti-dimensional so 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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